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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热点问题

法教义学在中国:历程、疑问与反思

 雷  磊*

摘 要:法教义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发展历程,在继受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中国式疑问。在

中国,法教义学起步于“局外人”批判,成型于与社科法学的论战,并因多种关联性研究的兴起而

壮大。围绕法教义学形成的“中国之问”主要包括性质之问、功用之问和普遍性之问。这些疑问

的产生或者是源于“跨语际实践”中的中国式联想,或者是因为过于轻视法教义学的功效或忽视

其功效的限度,或者是出于对学术自主性与开放性之关系的误解。目前对法教义学的定位也存

在片面理解或者误区。在澄清这些疑问的同时必须指出,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

仍比较疏离,研究的成熟度在各法律领域的差异较为明显,法教义学概念构造和知识体系化的自

主能力尚有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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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源的角度看,法教义学主要是从欧陆尤其是德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① 这种

研究范式从19世纪开始在法学领域内得到迅速扩展,并随着制定法地位的不断上升尤其是法典

化运动的展开而成为当今法学研究的主流。②在中国,学者论述中正式出现“法教义学”的表述迄

今为止不过十余年时间。③ 法教义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其特定的背景,也经历了独特的发展

历程。法教义学自诞生之日起甚至在正式定名之前,就面临诸多争议,产生了诸多中国独有的疑

问。本文在阐明法教义学之中国历程的基础上,试图澄清这些中国式疑问,并指出中国当下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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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知网(CNKI)的搜索结果,除了几篇译文外,在学术论文中最早使用“教义学”称谓的中国学者是刑法

学者陈兴良教授。参见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教义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指明中国法教义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研究缘起

法教义学研究的缘起在志趣上可以追溯至著名的“戴逸之问”。20世纪80年代末期,戴逸

教授在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时,作出了“法学是幼稚的”的判断,这成为中国

法学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① 而摆脱“法学幼稚病之讥”的方向,就在于走专业化和精致化的

道路。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陈兴良教授就提出“深挖专业槽”的口号,②主张返归现行法律,

关注专业领域,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此背景下,民法、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很快就围绕现

行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展开了专业化的教义研究。

但是,专业化也往往意味着学科壁垒的产生,当时已然存在的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将矛头直

指法教义学的封闭性和僵化性。事实上,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法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出现

得比法教义学研究更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基于同为社会理论的近缘性,在马克思主义法

学之外,法社会学首先作为一种补充性和发展性的研究路向在中国发展起来。③ 这就出现了一

个多少有些吊诡的现象:对法律事业秉持外在态度的“法学外”研究进路和“局外人”视角,要早于

对法律事业秉持内在态度的“法学内”研究进路和“局内人”视角出现。这与欧洲大陆先出现法教

义学,后来因为传统法教义学研究方式固有的缺陷而又发展出作为法教义学之补充的其他交叉

学科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这或许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背景有关,中国的法律问题从一开

始就明显不仅仅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同时是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④ 相应地,法学学者

们往往以直面中国问题的知识分子自居,比较习惯于那种没有法学界域的研究思维。甚至当“法
教义学”尚未在中国正式定名之前,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已然展开了对它的批评。⑤ 随着后

来法教义学在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兴起,并对既有的学术潮流直接或间接地提出挑战,社科法学

者也纷纷质疑和反驳其主要观点。⑥ 与此同时,从事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人类学乃至法律与

认知科学研究的学者开始走向联合,并将法教义学塑造为它们共同的对手。⑦

正是在这种对立格局下,中国的法教义学(派)诞生了。如果说之前中国的法教义学者并没

有清晰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是怎样一种研究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通过“我看人看我”,⑧借助社科

法学的“他者视角”,他们才开始逐步具备方法论的自觉,开始反思和明确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

风格。最终,他们以“法教义学”来命名这种研究范式,并对其作业方式大体达成共识:法教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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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围绕现行实在法进行的解释、建构和体系化的工作。① 中国法教义学诞生过程的独特之处就

在于,以批判并改善法教义学之不足为目标的社科法学,其出现实际上还要早于法教义学的

自觉。
(二)重要论战

中国法教义学诞生过程的独特之处也决定了论战尤其是与社科法学的论战,构成其成长过

程中的常态。2013年《中外法学》杂志在学界第一次以“法教义学”为名组织专题,邀请来自宪法

学、民法学和刑法学学科的3位学者就本部门法教义学的基本问题做了阐述。② 这是不同部门

法教义学者首次集体发声,标志着“法教义学”之名真正登上法学的前台。③ 同一年,在法理学者

苏力教授与孙笑侠教授之间产生了关于“法律人思维”的争论。④ 这场争论延续为司法裁判的规

则取向与后果主义之间的对立。⑤ 社科法学将后果取向视为一切法律的“底层逻辑”和法教义学

背后的“实践逻辑”,主张打破“概念黑箱”,以“后果为锚”;⑥法教义学则更加强调“规则导向”的
重要意义,否认后果主义的元方法地位,主张在既有的方法论体系中对后果考量进行定位和

限制。⑦

论战的标志性事件是两次“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1)首届“法教义学与

社科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召开。
在会上,来自双方阵营的学者们聚焦于司法裁判领域展开了激烈交辩。社科法学者抨击法教义

学的封闭和僵化,主张法学向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开放,倡导“法与社会科学”的跨界研究

格局。法教义学者则捍卫法学的自治性,主张法学在开放性与封闭性之间保持平衡。会后,一些

会议成果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报纸和期刊。⑧ 应当说,这一时期对于法教义学的理解还存

在诸多偏差,与社科法学之间的一些差异被刻意放大了。同时,也有学者关注到了“社科法学的

教义化武装”和“法(教义)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向”这两种现象,即两者相互合作促进的一面。⑨ 但

很多合作论的支持者关于如何合作却不甚了了。直到最近几年,才有学者提出比较明确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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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法教义学者倡导法教义学为“体”、社会科学为“用”的思路。① (2)第二届“法教义学与社科

法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6月17日至18日在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召开。在这次会议

上,无论是法教义学者还是社科法学者,都释放出了足够的善意,表达了融合的愿望,找到了共同

努力的方向(共同面对新科技)。尽管在个别议题(如比例原则)上仍存在较大分歧,但社科法学

者对于法教义学和法学方法论有了更为系统的了解,甚至能娴熟地运用,将社科知识和方法融入

法教义学作业之中已成为双方的基本共识。②

(三)发展壮大

近年来在部门法学尤其是传统部门法学中迎来了法教义学研究的热潮。这里至少有3个非

常重要的促成因素:(1)案例研究的繁荣。自2010年案例指导制度正式推行以来,中国法学界对

案例研究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逐步形成了以指导性案例为核心、以典型案例和热点案件为

外围的案例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个案研究、类案研究、大样本案例研究(群案研究)
以及全样本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强化势必带来法教义学的趋热。因为法教义学工作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将法学方法论运用于实在法的适用过程:法教义学作为判例和学说对“法”加以具体

化、为解决具体法律问题而确立的各种规则所构成的整体,需要借助法学方法论实现其与“法”之
间的“重新勾连”。③ 法律适用视角下的案例研究具有个案取向和偏重教义的特征,通过案例评

析可以为部门法研究与非部门法研究提供教义学基础。④ (2)鉴定式案例分析法的兴起。鉴定

式案例分析法的兴起与案例研究的繁荣休戚相关,但它主要被用作一种教学方法,旨在以个案为

依托传授法教义学方法而非传授具体的法教义学知识。近年来,一批从德国留学归国的青年民

法学者率先大力倡导鉴定式方法,之后波及刑法学、行政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通过课堂、暑期

班、训练营和案例分析大赛等多种形式,鉴定式方法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也慢慢被学生们接受。
不同法律领域的具体论证有所不同,如民法中的请求权基础思维、刑法中的犯罪构成体系的三阶

层学说、宪法中关于违宪审查的三阶段理论,等等。这些思维和模型其实就反映出不同部门法教

义学的不同方法,但无论哪种模型,其应用本身都属于法教义学活动。这种程式的核心就是涵摄

技术(归入技术),而涵摄的前提是阐明法律规范所包含之概念用语的意义,以衔接大、小前提。
显然,围绕法律规范的适用所展开的意义阐释和法学建构的活动,就是法教义学活动。(3)法律

评注工作的展开。法律评注近年来已成为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的“宠儿”,相关的课题、⑤著作

(评注书)不断,⑥为中国的法律评注提供了范例。2015年,中国和德国的民法学者推动设立了中

德民法评注会议,此后一年一度举办。有的大学法学院专门成立了法典评注研究中心,定期召开

相关研讨活动。另外,还出现了对于法律评注活动本身的比较法研究。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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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法典》出台后,围绕民法典展开的法典评注工作也迅速跟进,并取得了初步成效。① 虽然由

于受制度制约、知识储备、时间沉淀和素材积累等方面的影响,我们离编纂有广泛影响力的成熟

法典评注书尚有距离,但这个良好的开端为后续的法教义学提供了一种样板化的载体。法律评

注具有鲜明的实务导向,它以现行法的适用为中心,重视案例和体系,秉承法教义学方法,对法学

教育、司法实践和立法的影响甚巨,被视为“法教义学的巅峰”,②法律评注其实就是特定领域法

教义学知识的体系化展现,法律评注工作的深入展开必将推动法教义学研究实现由量到质的

提升。
纵观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起于批判、成于论战,并因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及多种关联性研究的兴起而壮大。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从一开始对法教义学就存在诸多的疑问。
这些疑问有的因法教义学本身之内涵的复杂性而产生,更多则来自特定的中国语境。

二、法教义学的中国式疑问

对法教义学的诘问可能首先来自对其称呼本身的直觉式反感。在中文语境中,“教义(学)”
一词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因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经常批判的“教条”
和“教条主义”。由表及里,也产生了诸多对于法教义学的疑问。这些独特的“中国之问”主要包

括性质之问、功用之问和普遍性之问。此外,对于法教义学本身的定位也存在令人困惑之处。
(一)性质之问:法教义学是“新瓶装旧酒”?

1.法教义学就是法条主义(法律形式主义)?
在我国,对法条主义的系统批评最早来自邓正来教授。在他看来,“法条主义”关注的是既有

法律条文中的具体概念、具体规定和具体制度等技术性颇高的专门问题,“法条主义”论者所从事

的基本工作是建构一个概念系统完整、逻辑自洽、传达便利和运用有效的各部门规则体系,其缺

点在于并没有就提出的各种“法律说法”形成系统的理论。③ 之后,不少法教义学的批评者就将

法教义学等同于这种意义上的法条主义。④ 其实,“法条主义”是“法律形式主义”的中国称呼,因
此对法教义学的批评很大程度上受到自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对法律形式主义批

评的影响。当时的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之争的焦点在于法律是否一个封闭的系统,法
律适用是否要运用法律外的知识和判断。受到法律现实主义精神启迪的各种法律的社会科学运

动,基本都承袭了法律向外部知识开放的主张。在中国,秉持现实主义态度的社科法学者,将法

律的封闭性视作法教义学的固有主张来加以批判。但事实上,经过20世纪的各种思潮(包括利

益法学、自由法运动、法社会学等)的洗礼,今日恐怕没有任何学者再去主张“法律是完美和封闭

的体系”“法律适用的过程只是逻辑演绎”这类观点。
当然,或许批评者真正要反对的是法律形式主义的核心命题,即法律的决定性。在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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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七编十二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徐涤宇、张家勇:《<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精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参见贺剑:《法教义学的巅峰 德国法律评注文化及其中国前景考察》,《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

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政法论坛》2005年第1
期。

参见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来,法律在逻辑上是不确定的,并且无法从中强行得出一个特定的结论。在司法裁判中,真正决

定裁判结论的并不是法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法外因素,甚至法官的个性。因此,司法

裁判绝不是看似那样自洽的推理模型,它必须立基于正式的法教义学之外,而那些法外因素不可

避免地具有政治性。① 法律(法条)至多只是对已获得之判决的事后包装,“依法裁判”也只是空

洞的修辞而已。既然如此,围绕法律(法条)所展开的法教义学活动本身就显得可有可无。

对此,法教义学的回应包括3个方面:(1)坚决捍卫法律的决定性与依法裁判的立场。依法

裁判来自司法裁判的固有性质,是司法活动不同于其他活动的基本属性。法律(法条)是判决的

裁判依据,不同于可能扮演裁判理由角色的法外因素。裁判依据是裁判得以有效的基础,在司法

裁判中以其来源而非内容发挥着权威理由的作用;相反,裁判理由主要通过其内容的说服力扮演

实质理由的角色。社科知识尽管可以对司法裁判之证立产生各种影响,但它们无法替代法律(法
条)作为裁判的基础。法律的决定性是就其对于判决的效力而非内容的完全决定性而言的,“依
法裁判”是一种涉及效力方面而非内容方面的主张。法教义学既然是以实在法作为工作平台,那
么就必然以法条为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者说法条为其活动划定了边界。② 如果这种“最低

限度的法条主义”依然可以被称作“法条主义”,那么法教义学的确可以赞同它。(2)法教义学完

全不反对吸纳外部知识。法教义学主张“从法条中来,到法条中去”,这也意味着在一“来”一“去”

之间存在广泛的待填补的空间。这个空间就需要由社会科学来提供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因为

法教义学同样具有经验和评价的维度。法教义无法单独从法条中获得其全部内涵,而必须借助

外部知识来支撑其内容。哪怕今日有学者重新举起“形式主义”的旗帜,这种新形式主义也不反

对外部知识与价值判断对于司法裁判的意义,而只是强调司法判决的得出必须基于法律规则,或
者法律规则对于裁判者之选择形成限制。③ 法教义学对外部知识的接纳必须以尊重现行实在法

为前提,哪怕在疑难案件中也要坚持依法裁判。④ (3)法教义学向外部知识开放,并不意味着不

对后者施加限制。法教义学主张对法外因素进行“教义化处理”:一方面,要对外部知识进行筛

选。外部知识只有被法教义学论证转化和整合后才能成为裁判的内容,而转化和整合的标准取

决于特定法律文化的法律素材和方法论构造本身。⑤ 另一方面,也要对待吸纳的外部知识进行

“符码转化”。也就是说,它要将社科知识转化为法学上的概念和命题,并经受法律人共同体的检

验。教义化过程是概念的稳固过程,法教义学概念相当于存储既有论证过程的公式。⑥ 好的法

教义学应当“敏感于”社会现实,但它必须能够将实际问题有效转换成法律争点,在法律上用一致

的标准来解决个案争议,防止实务工作者恣意适用法律。这一点使得法教义学对于中国具有特

殊意义,即驱除以往法学研究中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成分,从而使之走向学术化、规范化。⑦

2.法教义学就是概念法学或法律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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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SeeMarkTushnet,FollowingtheRulesLaidDown:ACritiqueofInterpretivismandNeutralPrinciples,96
HarvardLawReview,781(1983).

参见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SeeFrederickSchauer,Formalism,97TheYaleLawJournal,520(1988).
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否定法治吗———依法裁判立场之重申》,《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5期。

参见[德]拉尔夫·波舍:《裁判理论的普遍谬误:为法教义学辩护》,隋愿译,《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Vgl.PhilippSahm,ElementederDogmatik,VelbrückWissenschaft,2019,S.131.
参见邹兵建:《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当代图景》,《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在中文语境中,概念法学(在中文中这通常也是一个贬义的称呼)很多时候被认为是法条主

义的另一个称呼。① 进而,有学者也将法教义学与概念法学“勾连”起来。② 事实上,概念法学是

德国传统中19世纪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特定方法论流派,它追随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早期方

法论所开创的形式主义倾向,并将理性自然法的体系构造方法转用到了共同法(罗马法)的质料

上。它试图纯粹从体系、概念和定理中推导出法条的适用,而不容许考虑任何法外要素。③ 概念

法学其实是德国版的法律形式主义,它与法律形式主义唯一的区别在于用“概念”替代了“法律”

的位置。如果说法律形式主义者认为能通过逻辑操作从法律规则出发得出唯一正确的裁判结

论,那么概念法学则认为“判决就是将法律概念作为(数学)因数进行计算的结果,因数值愈确定,

计算所得出的结论则必定愈可靠”。④ 法教义学从19世纪正式诞生至今,经历了从历史法学到

评价法学的诸多阶段,概念法学只是其经历的一个阶段。并且,主导今日之法教义学的方法论主

流早已是(新)评价法学。⑤ 之所以会将法教义学与概念法学混同,恐怕是因为两者在工作环节

上都致力于概念建构与体系化作业。但是,运用概念、构造体系并不就等同于概念法学。没有任

何学术思考可以摆脱使用概念,也没有任何有追求的理论能够放弃体系化。即便是概念法学的

批判者如利益法学也不反对法律的概念建构。⑥

有许多中文论著并不严格区分概念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进而,有学者认为法教义学体现

出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⑦ 这又是另一种误解。事实上,概念法学与法律形式主义属于特定

的方法论阵营,而法律实证主义则属于一种特定的法概念论立场。虽然法律实证主义因不同的

时代发展和地域传统而具有“多重面孔”,但是当代的主流观点是其属于一种关于法的概念(和/

或性质,和/或效力)的立场,其核心准则包括3个命题,即社会命题(或社会事实命题)、分离命题

和社会实效命题。社会命题从正面认为法律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社会事实;分离命题从反面主张

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不存在必然联系;社会实效命题则主张,法律效力(在体系之成员资格的意

义上)预设了法律具有社会实效,也即在整体上公民遵守法律,而法律官员实施法律。⑧ 与之相

对的非法律实证主义则坚持法的双重性质命题和联系命题。前者主张法律具有现实与理想两个

维度,⑨后者主张在法的效力与道德正确性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概念法学者并不一定秉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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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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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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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政法论坛》2005年第1
期。

参见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Vgl.FranzWieacker,PrivatrechtsgeschichtederNeuzeit,2.Aufl.,Vandenhoeck&Ruprecht,1967,S.430
-431.

BernhardWindscheid,LehrbuchdesPandektenrechts,Bd.1,3.Aufl.,VerlagshandlungvonJuliusBuddeus,

1870,S.59.
参见雷磊:《什么是法教义学? ———基于19世纪以后德国学说史的简要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

4期。

Vgl.PhillipHeck,DasProblemderRechtsgewinnung,2.Aufl.,Mohr,1932,S.14.
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参见[瑞典]托尔本·斯巴克、[瑞典]帕特里夏·明杜斯:《剑桥法律实证主义指南》,雷磊等译,商务印书馆

2023年版,第7~12页。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的双重性质》,张霁爽译,《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与道德:告别演讲》,雷磊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实证主义的概念论立场。例如,在德国19世纪概念法学占主流地位时,在法哲学上居于主导地

位的依然是理性法传统(一种自然法学传统),当时很多概念法学者都深受康德学说的影响。①

同理,法律形式主义者也未必都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在逻辑上,坚持法律的决定性与坚持法律与

道德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并不矛盾。因为法律形式主义者完全可以将起决定作用的“法律”限定

为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方法论流派与概念论立场并无必然的对应关系。
同样,法教义学者也并非都是法律实证主义者。之所以会在法教义学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

产生过度联想,恐怕与法教义学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有关。但是,研究实在法并不一定就持法

律实证主义的立场。一个主张极端违反正义的实在法没有效力的学者,完全可以围绕实在法展

开解释、建构和体系化作业。如果说法教义学有什么必然预设的概念论立场的话,那也至多只能

是主张“法律是一种规范性事物”这样的弱概念论立场。② 法教义学并不必然与概念法学或法律

实证主义相关。究其原因,法教义学既非特定的法学方法论流派,也不秉持特定的法概念论立

场,它只是一种法学作业方式及作为其结果的知识体系而已。

3.法教义学就是法律解释学(法学方法论)?
国内学界有一种并不鲜见的观点是,法教义学无非就是法解释学。③ 例如,一些民法教义学

者将民法中的立法论与解释论之争大致等同于立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分歧。④ 再如,有批评者将

法教义学视作法律解释方法中的一种即体系解释,认为它与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主要差别体现

在对实定法秩序体系化解释的司法中心主义。⑤ 因此,在中国“法教义学”很多时候与“法释义

学”“注释法学”等名称通用。这里如果只涉及单纯的术语问题,倒是问题不大,但如果因名称的

通用而带来“法教义学与法解释学实质上并无二致”的结论,那么就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法教义学活动包括法律解释、概念建构和知识体系化3个环节,法解释学只涉及法律解释的

方法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在严格意义上来理解“法律解释”,那么将它作为法教义学活动的第一

个环节也不确切。因为大概只有在奉行“罪刑法定”的刑法领域,才会将法律适用活动限于解释。
而在诸如民法等领域,法教义学除了要从事法律解释活动外,还会涉及漏洞填补和法律修正等方

面。法律解释和法的续造都属于法学方法论的范畴,那么法教义学是否等同于法学方法论? 不

少学者潜在地将两者等同视之。⑥ 首先应当承认,法教义学与法学方法论关系密切。“法学方法

论”的“法学”,指的其实就是法教义学。教义学说和命题就是运用法学方法论对实在法条进行解

释和概念加工后的“产品”。⑦ 而许多法学方法论的著作,除了处理解释和续造等问题外,也会处

理概念和体系等主题。⑧ 尽管如此,两者之间依然具有3个方面的不同:(1)重心不同。法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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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德国法学家普赫塔就将“自由”作为居于其构造之法律金字塔系顶点的概念。Vgl.GeorgePuchta,

CursusderInstitutionen,1Bd.,5.Aufl.,DruckundVerlagVonBreitkopfundHärtel,1856,S.1ff.。

参见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参见《对话陈瑞华:法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载陈柏峰、尤陈俊、侯猛编:《法学的11种可能:中国法学名家

对话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81页。

参见姚辉:《当理想照进现实:从立法论迈向解释论》,《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

参见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参见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 以民法方法为重点》,《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全本·第六版),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245~253页。

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3~179页。



法论关注的重心是解释和续造方法,而法教义学虽然也以法律解释等活动为出发点,但是它更核

心的工作在于建构概念和知识体系化。而建构概念和知识体系化反过来又会对解释活动起到制

约作用。(2)范围不同。尽管我们可以将法学方法论视作法教义学方法,但是反过来并不能成

立。法教义学方法包含着比法学方法论更多的东西。法学方法论属于法理论的一部分,是关于

法的一般理论,①大体具有领域的普遍性。而法教义学本身又分化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不仅不同

部门法教义学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不同部门法的方法也有所不同。② 法教义学方法除了包含

不同部门法的共同部分(法学方法论)之外,还包括各部门法各自特殊的部分,它们也被称为法教

义学的“图式”。③ 这些特殊法教义学方法与各部门法教义学知识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在层次

上位于一般性法教义学方法(法学方法论)与法教义学知识之间。④ (3)性质不同。尽管都叫作

“方法”,但法学方法论本质上是帮助法律人的说理得以理性化、客观化的论证形式,而法教义学

方法更多指的是法律人与实在法打交道时的作业方式,不涉及具体方法的层面。
除了上述实质理由外,不宜用“法解释学/释义学”取代“法教义学”的一个用语上的原因在于

前者无法体现法教义学的思维特征,即受实在法(立法者权威)和通说(学术权威)的拘束。而“法
解释学”的称呼恰恰无法标明法教义学不同于其他研究进路的这种特性。因此,法解释学和法学

方法论尽管与法教义学联系密切,但并不能被等同于法教义学。
上述3个疑问都涉及对法教义学的定性。之所以会在我国学者中产生将法教义学等同于法

条主义(法律形式主义)、概念法学或法律实证主义、法解释学(法学方法论)的误解,是因为在法

学百年“西学东渐”的过程和“跨语际实践”中,我们对许多法学立场和概念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或者因为文化基因的不同而产生了很多想当然式的推导。

(二)功用之问:法教义学的实践功能和法治价值有限?

1.法教义学无法应对疑难案件?
有批评者认为,法教义学只能应对简单案件,而无法应对疑难案件。因为法教义学只能是防

御性的,而疑难案件恰恰需要创造性,所以法教义学面对新的情形并无分析工具可用。⑤ 作为常

规科学的法教义学无力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依赖关注现实、注重实证研究的社科法学研究

来应对。⑥

但是,法教义的更新并不意味着法教义学的局限。法教义学当然要关注和应对现实,社会环

境的变化和疑难案件的出现也当然可能带来教义知识尤其是通说的更新。但这属于法教义学内

部的自我革新。法教义学只是一种法学作业方式,它并不排斥在解释实在法条和构造法教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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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过程中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越是在疑难案件的场合,越是可能需要用到经济学、社会学、
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因为疑难案件的出现就抛弃法教义学的思维方式,停止法教

义学的作业。当出现法律未作规定、社会环境急剧变迁或根据既有规则得出极端不公正结论等

情形时,就需要对旧的法教义学概念进行解构,还原其背后隐藏的目的和价值判断,进而考量旧

的法教义学概念是否需要变迁。① 外部知识只能作为新教义的质料而非成品,法教义学还得将

它们转变成法学学说或命题。“疑难案件无教义”的论断只针对旧教义学知识体系才能成立。疑

难案件可能肇生新的教义,从而带来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更新,但无法从根本上放弃法教义学的

范式。
当然,有批评者进一步认为,所谓“法教义学的自我更新”其实只是一种“虚饰”。因为在疑难

案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环境和社科方法,它们才是“法律背后的逻辑”。既然“每当例外发

生时,法教义学就需要对原来的教义作出修正或创造新的教义”,也就是给旧的教义学体系“打上

一个补丁”,那么不如彻底抛开法教义的“概念黑箱”,直接诉诸它们背后的逻辑来解决疑难案

件。② 这种观点高估了法教义学更新的简单程度,也低估了(旧的)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稳定性。
因为法教义(通说)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社会预期的功能,能够实现法的安定性价值。在面对疑

难案件时,法教义学不仅要进行实质价值论证,也要考虑到对法的安定性这种形式价值的保护,
很多时候要追求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因为法教义学活动发生在法律论证场域,而法律论证场

域又有其特殊的法教义学结构。由此产生的效果是:一方面,即使法律不那么确定,法律论证场

域也不会容纳全部可能的裁决,因为并非每一项政治的或者道德的决定都能获得法教义学上有

效论证方式的支持;另一方面,即使在疑难案件中各种法外论证及其导致的结论在一般意义上都

有可能成立,负有裁决义务的法院也必须考虑先例的拘束和法律论证场域的一致性要求。③ 因

此,在疑难案件中裁判应追求“既有法秩序框架内的个案正义”,而法教义与制定法一起组成了这

个框架。裁判者应当遵循形式规则、融贯性和最小损害原则,以此来平衡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的

要求。④ 法教义学的这种“迟滞力”,使得“每当”例外发生时都并不必然要修正旧教义或创造新

教义。疑难案件能否带来教义更新取决于具体法教义学论证本身。
因此,并非“疑难案件无教义”。只是在疑难案件中,法教义学论证更为复杂。甚至可以说,

正是因为存在疑难案件,才更需要法教义学。因为简单案件的法律适用较无疑义,法教义学发挥

作用的空间也较小。在社会转型时期,更要强化法教义学沉稳应对现实的阐释力,这既有利于法

学自身的成熟,也不会导致法学被其他学科吞并。

2.法教义学简化了法治的理想?
有批评者认为,在中国兴起和推动法教义学的发展,对于法学研究者保存自身应有的学术独

立地位可能会产生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但法教义学从现行体制下的制定法出发,不惜牺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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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来源及其政治后果的深度检讨,将法治简化为一种法的逻辑与解释的艺术。① 这样做虽然

提升了法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但是可能丧失法的正义性,使自己沦为不正义之制定法恣意突破社

会底线的帮凶。简言之,法治应当追求正义,而受制于特定体制的法教义学未必能促成制定法背

后的权力意志向善。
必须承认,法教义学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法教义学秉持法律体系之内在参与者的视角,因而

也“必须假定现行法秩序总体上是合理的”。② 这构成一切法教义学活动的出发点,也决定了法

教义学活动主要是阐述性的,法教义学中所判断的价值也是体系性的价值(或者说法律体系的参

与者所秉持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法教义学虽然以实在法为“工作前提”,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

能对实在法规范进行批判,只是这种批判是“体系内的”:通过持续不断地深入研究在实在法中遇

到的法律思想和评价基准,借助现行法的主导原则来获得标准,从而对个别规则和决定进行批

判。③ 对普通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就有法教义学的这种批判性功能的发挥余地,只是法教

义学的确无法超越现行法秩序本身进行外部批判,这种外部批判只能借助法哲学(及与其相关的

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来进行。因为法教义学“主要致力于研究属于规范性领域的法现象”,④而非

作为价值性领域(这属于伦理学的视角)或政治性领域(这属于政治哲学的视角)的法现象,所以

法教义学无法确保实在法和现行法秩序(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一定是正义的,也不预

设任何特定的体制(如民主体制),更无法促成权力意志向善。但是,这种苛责就好比是指责“公
鸡下不了蛋”一样没有意义。法教义学不对超越其能力范围之外的事负责。

当然,法教义学有其限度并不意味着它与法治无关。一方面,法教义学实现了形式法治的理

想。形式法治的核心理念是法的安定性。法教义学追求判决的可预测性,实现形式自由与平等,
以及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害,而这些功能恰恰源自法教义学的形式理性化特征及其

受权威拘束的思维形式。⑤ 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一种“政治-道德”理想的法治就可以完全被

化约为法的安定性这种形式主张,而可以不追求正义和善。这只是说,法教义学主要致力于法的

明确性和安定性这一面向。如果可以将法治理念区分为法的内在理念与外在理念的话,那么法

教义学追求的就是法的内在理念。此外,对于中国而言,首先建立形式法治层面最低限度的共

识,确保对宪法和法律权威的尊重,以避免法治进程中“法律的失灵”和“权威的失落”,相比于争

议不断的各种实质法治价值,或许更为重要和可行。另一方面,法教义学也并非不追求正义,它
“致力于在细节上逐步落实‘更多的正义’”。⑥ 而如果说正义和善是法哲学的核心关切,那么法

教义学要与法哲学思考关联起来。只不过,在司法裁判的语境中,一则法哲学应在日常法教义不

敷使用的疑难案件中才出场;二则法哲学应在教义方法框架之内,穷尽既有法教义学说之后才发

挥其作用。⑦ 就此而言,法教义学也构成追求更为“厚实的”法治理想的基础。
法教义学不单单是法的逻辑与解释的艺术。它虽然不是法治的全部,但实现了法治最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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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基础的理念,即法的安定性。法治首先就意味着基于来源之实在法的统治。脱离实在法的

法治理想无异于空中楼阁。同时,法教义学也不是法学的全部,它无法“包打天下”,不能苛求其

为体制的正义性和权力向善负责,其代表不了法治的全部理想。在根本上,法教义学只是一种专

业化的作业方式。
(三)普遍性之问:法教义学是一种无法跨国界运用的继受法学?

一种典型的批评是,法教义学是来自西方(主要是德国)的舶来品。当下中国的法教义学与

社科法学的争论,其实都是在以域外的法学理论作为尺度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实践。有批评者还

以德国法教义学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继受为例,反思其在法学教育与研究中的弊端,主张摆脱将法

教义学作为精髓的德国法学传统,强调培养法学的主体性意识。① 据此,在中国引入法教义学,

被认为反映了多年来中国法学处于“继受法学”的尴尬处境。而继受法教义学,其实质是继受西

方价值判断。② 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强调法学研究的地域性,反对法教义学具有跨国界运用的普

遍性。对此,不可大而化之、一概而论,而要细加分析。

首先要看到,法教义学虽然起源于德国,但是并非德国所独有的现象。英美国家同样存在

“doctrinalstudyoflaw”。③ 英国民法学自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某种法教义学转向,开始流

行类似请求权基础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概念的明确性与论证的逻辑正确性开始成为一种新习

惯。④ 美国虽然有强大的法律现实主义传统,但是不仅在19世纪同样存在法教义学研究(如兰

代尔的合同法学说、行政法上的谢弗林尊重原则等),而且最近十余年来也出现了被称作“新教义

学主义”的研究倾向,主张平衡教义学与非教义学考量来认识法律。⑤ 这些研究分享了围绕实在

法进行解释、建构和体系化的作业风格。在此意义上,“法教义学”只是对当代一切法律科学都要

满足之任务的地域性称呼(德文称呼)而已。⑥ 只要对以实在法为基础的法律科学的追求在各国

无异,法教义学作为一种科学作业活动本身就是普遍的。当然,必须承认,德国的法教义学有其

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对于概念化和体系化工作的孜孜不倦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使得德国学者在几

百年的法教义学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构造精致、体系紧密但也不乏抽象复杂、晦涩难明的概念

和知识体系。

这就涉及中国学者如何对待德国法教义学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国,法教义学的支持者许多

都有留学德国、日本的背景,当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时很自然地会去参考德日的学说。此时

的确可能忽略掉外来学说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间的差

异,因而受到“脱离现实”“埋头书斋”的诟病。从这个角度看,“继受法学”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

不能将部分中国法教义学者的不当做法归责于法教义学本身,也不能因为存在这种盲目的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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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象就认为法教义学具有“原罪”。法教义学是围绕本国而非外国的现行法展开的作业,是
在本国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展开的活动。法教义在形成过程中所要吸纳的外

部知识必然根植于本国土壤。真正的法教义学知识本就带有天然的“国别性”和“本土性”。① 知

识体系意义上的法教义学只能是德国、日本或中国等某一国家的法教义学,而不存在世界的法教

义学。因此,只有在中国法的基础上构造出法教义学的“中国话语”,中国法教义学才会真正成

熟。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某个教义学说起源于德国,就一概否认其有被继受的可能性。某种理

论的地域起源与其说服力无关。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为它把握的

是整个人类社会而不只是马克思的祖国———德国———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不能因为这种理论

起源于德国就认为它只体现“西方价值判断”。同理,德国的法教义学说也可能反映对特定法律

问题之本质的理解,体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尤其在因存在基本的限制性因素而造成本土化法

教义学不发达的中国,②借鉴和吸纳先行国家的法教义学成果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法教义学

者对外来的法教义学说一定要小心甄别、细加比较,注意“隐含背景”以及可能的价值差异。
“继受法学之诟”的另一个混淆之处,是没有区分“法律继受”与“法教义学继受”。作为后发

型法治现代化国家,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确移植了一些西方国家包括德国的法律或相关规范,移植

西方的法律并不代表就一定要继受基于该西方法律的教义学说。在移植他国法律的基础上,同
样可以结合本土资源开出“本土法教义学之花”。又或者,在继受相关西方法教义学说时,可能根

据本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体制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实现法律移植基础上教义知识的“中国化”。
就像几百年前德国的罗马法学者在继受罗马法学时所追求的且已实现了的那样(“通过罗马法而

超越罗马法”),中国的法教义学者也应当有志气“通过德国法而超越德国法”。
从根本上说,“继受法学之诟”试图从一种发生学上的事实现象(法教义学起源于德国)推导

出一个价值上的判断(不应当接受法教义学),犯了从“是”推导出“应当”的“自然主义谬误”③。
我们追求学术研究的自主性(真正的法教义学应当以此为前提),但我们同样要保持海纳百川的

开放心态,任何学术上的闭关锁国都是不可取的。对于域外法教义学说一概采取盲目拒斥的态

度,就如一概盲目接受那样,是绝对的教条主义做法,是错误的。
(四)法教义学的定位:知识、方法抑或学科?
中国学者对于法教义学的定位也存在困惑和分歧。大多数学者直观地将法教义学视为一套

知识,也即“围绕一国现行实在法构造的概念-命题体系”。④ 也有学者认为法教义学只是一种

研究立场,体现的是一种研究方法。⑤ 这种方法,也就是围绕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和体系

化的作业方式。应当说,这两种理解都没有错。“教义学既是一种活动,也是这一活动的产品与

对象。”⑥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教义学方法),而将后者称为“作为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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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雷磊:《法教义学:关于十组问题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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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磊:《什么是法教义学? ———基于19世纪以后德国学说史的简要考察》,《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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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义学”(教义学知识)。① 这也使得法教义学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因为教义学方法是无国界

的,而教义学知识是有国界的。② 也正因为如此,原则上继受域外的法教义学方法并无问题,但
继受来自域外的法教义学知识则需要作个别考察和甄别。

那么,法教义学能否被视为一门学科? 如果我们将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视作一门学

科成立的标志,那么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等,都可以被视作独立

的法学学科。它们各自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也拥有不同于其他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

等)的研究方法。但是,它们因都属于法教义学学科,分享着具有共性的法教义学方法,故又有民

法教义学、刑法教义学、宪法教义学和行政法教义学之称。它们其实是(不同的)实在法部门加上

(相同的)教义学方法,其成果就是部门法教义学知识。当然,如果认为研究方法对于一门独立学

科的认定具有根本意义的话,那么我们的确可以将“法教义学”看作各个部门法教义学的统称,并
将之视为一门学科。因为法教义学的任务就是呈现出对科学上有效之法的理解,而要完成这一

任务就要预设这种理解必须遵从特定体系,也即以一定秩序和语境来呈现法律材料的各个部

分,③这些部分就是部门法。这种体系化的法教义学就是近代以来狭义上的“法律科学”(法学)。
与此相对的是采取其他视角或方法对法现象进行的研究及其相应学科,如运用哲学方法对法现

象的研究是法哲学(法理学),运用史学方法对法现象的研究是法史学,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法现象

的研究是法社会学,等等。这些其他视角或方法对法现象的研究合在一起是“基础研究”,而基础

研究与法教义学(狭义法律科学)则合为广义的法律科学(法学)。广义法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法

(法现象),但法教义学采取的是内部视角和方法,而基础研究采取的则是外部视角和方法。
由此,就可以回应一个重大误解,即将法教义学视为法理学的一种研究进路或范式。这种观

点将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人类学一起视为基础研究的一部分,将其与部门法学相

对立。但事实上,各部门法学本身就是法教义学,④而部门法学与法理学自然属于不同性质的法

学学科分支。造成这种混淆的原因或许在于没有很好地区分“法教义学研究”与“关于法教义学

的研究”。前者是围绕现行实在法展开的民法学、刑法学、宪法学、行政法学等教义性研究,后者

则围绕这些教义性研究的性质、功能、方法、价值等话题来展开,是对于它们的二阶观察和审视,
属于法教义学的一般理论,因而归属于法理学。

总之,法教义学既可以是一套知识,也可以是一种方法,还可以在各部门法学之统称的意义

上被称作一门学科。

三、中国法教义学研究的问题及其反思

首先,中国法教义学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仍比较疏离。在中国,法教义学最大的局限性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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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磊:《法教义学与法治:法教义学的治理意义》,《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参见丁胜明:《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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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在于“只关心法律条文的表述和承诺,而不关心法律在实践中的实施状况”。① 社科法学

者的这种批评如果被提升至对法教义学之固有品质的理解,那么虽然会有失偏颇,但是的确反映

出中国法教义学研究早期的某些缺陷。法教义学本身并非法学的专有活动,而是学术与实践的

共同交流形式。② 法教义学关注司法实务乃其作为实在法之适用理论的内在本质使然。只是早

期法教义学者未摆脱就法条谈法条的传统研究桎梏,“睁眼看世界”后又盲目追捧德日法教义学

说,与司法实务界的互动也很少,将法教义学变成了纯粹的“学者法”,难免受到以实践和经验为

导向的社科法学者的批评。相比较而言,德国法教义学者十分关注司法实践。在德国法学教育

中,判例尤其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已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和研究对

象。不少法学期刊都开设了“司法判例”或“案例评析”栏目,刊登最新的司法判例,或邀请学者就

新近的案例进行评析。在当下德国法学院的课堂上已不再只教授相关法律领域的基本原理,结
合和剖析德国联邦法院(甚至包括欧洲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的经典案例已成为教学常态。③ 同

时,法学者们也将自己的法教义学说被法院尤其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说理

引用作为至高荣誉。当然,这也引发了一个反向的批评:德国法教义学研究与司法实务之间没有

保持足够的距离,影响了法教义学对司法实践批判功能的发挥。学者们在教学和科研中将高级

法院作出的判例奉为圭臬,过度看重这些判例所提出之观点的权威性,造成了学界流行“法院实

证主义”思想的后果。同时,法教义学的“过度实操化”也使得法教义学与基础学科相脱节,导致

法律人对法理论层面的思考缺乏兴趣。这里恐怕要将法教义学作分层处理,即区分出实用法教

义学与科学法教义学两个层次。如果说实用法教义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知识的存储和论证的减负

的话,那么科学法教义学还要发挥批判功能。④ 只有发挥科学法教义学的体系内批判功能,才能

对司法实践及其实用法教义学保持反省的姿态,促进其不断进步。

德国法教义学的上述状况并不能说明,在中国法教义学要与司法实务保持足够的距离,更不

能说明实务导向的法教义学没有价值。中德两国的差异既源自不同的国情,也源自德国与中国

处于法教义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许没有任何一种研究范式在任何时期都能够完美地符合最初

的理想定位。已历经两百余年且高度发达的德国法教义学,现阶段要思考的问题是学术界是否

需要与实务界保持适当的距离,通过对实用法教义学的批评和反思来提升法教义学整体上的科

学性;而对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法教义学来讲,面临的现状是实务与学术的长期隔阂使得二

者彼此靠拢成为一种必要。⑤ 当然,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法教义学与实务脱节的状况已有很大

的好转。这既得益于体制内的力量,如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和国家对法学知识教育与实践教学

相衔接的大力倡导,也得益于案例研究、鉴定式案例分析法和法律评注工作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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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下,未来的教义学研究需要同时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应当更为广

泛地关注实用法教义学的发展。司法实践未必总是走在理论的后面。相反,在转型期的中国,有
太多案件发生在“理论的缝隙之中”。法院工作在法律实践的一线,法官负有裁判案件的法定义

务,也必须在判决中围绕法律对案件的适用提出教义观点。学界需要更加重视这些真正从本国

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教义学说,适时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提炼和总结,促使其向科学法教义学转变。
同时,对于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意见,也需抱持更多“同情的理解”和“适度的敬意”。
与德国不同,中国法学者对司法判决普遍持有批判性态度,聚焦于判决及其说理的瑕疵与漏洞。
诚然,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批判是学术的本质,但也不可因此忽略对更多说理得当、理由充分的

判决的关注,忽略从正向的角度来弥补瑕疵漏洞、在吸纳实用法教义学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构造出

更好的法教义学原理的努力。因此,树立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之权威对于中国法教义学的

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欲的。另一方面,也应当对实用法教义学提出更为专业化的批评。对于

司法判决不是不能批评,专业化的批评和反思是推动中国司法实践发展、形成司法实务界与法学

界良性互动的途径。但是,法教义学者们不能仅停留于“外部视角”的批评甚至是直觉式和观点

式的反对,而应基于现行实在法,运用法教义学的方法和知识进行“内行人的批评”。否则,一种

隔靴搔痒式的批判,尽管看上去来势汹汹,但是很难对司法实践的改进有所帮助。这就要求中国

的法教义学者锤炼好批评的武器,在未来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好法律解释、概念构造和知识体系

化的工作。总之,中国未来法教义学界应与实务界保持更加紧密的互动,与后者协力塑造一种既

尊重中国现行实在法又对司法实践保持体系内批评性反思姿态的中国法教义学。
其次,中国法教义学研究的成熟度在各法律领域的差异较为明显。部门法教义学研究的发

达程度一方面与特定法律部门的体系化程度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相应部门法学的成熟程度相关。
通常来说,民法和刑法的体系化程度(体现为法典化程度)较高,民法学和刑法学的学术积累期最

长,民法教义学和刑法教义学也相应比较发达。相比而言,行政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领域规范的体

系化程度低一些,它们也是相对较新的法律部门,易于受其他学科之研究方式的影响。例如,中
国的行政法学一方面试图实现教义学内部的理论范式转换,①另一方面也与行政管理学、公共政

策学纠葛较深,在晚近受以行政过程为中心和政策学导向的“规制理论”的影响较大。② 这就使

得当下的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呈现出割裂局面:行政法教义学者认为规制型研究的“法学味道”不
浓,而规制研究者则指责行政法教义学研究的现实感不足。与此类似但不尽相同的还有宪法学。
基于宪法作为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耦合点的特点,宪法学在坚持宪法文本的同时易于向政治

学等外部学科开放。在此背景下,中国宪法学界十余年来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规范宪法学与政治

宪法学之间的争锋。③ 这种基于“法律宪法”与“政治宪法”两种宪法观念的对立,大体对应于宪

法领域的法教义学研究与外学科(政治学)研究。在当下中国学界,法教义学研究在不同法律领

域的影响并不相同:在民法学和刑法学领域,法教义学居于绝对的主流地位,其他研究方法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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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教义学的补充;在宪法学领域,虽然在中青年一代学者中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略占优

势,但大体而言是对半开的局面;在行政法或经济法等相对较为年轻的学科领域,法教义学研究

尚未形成明显优势,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所运用的政策导向性研究方式非常有吸引力。

宪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后起的法律领域并非不需要法教义学。但由于这些后起的法律领

域既有的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程度较弱、法教义学知识积累有限,因此短期内建构出本部门法教义

学知识体系的难度极大;同时,它们的确需要更为迅捷地回应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在塑造法教

义时需要更多地关注现实和借鉴外学科知识、方法。即使在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出现了

“新行政法学”,其将以推动发展出以更开放的、跨学科的方法以及侧重于决策制定和结果(“产
品”)的调控方法为基础的行政法方法作为己任。① 这一运动的目标不在于克服或更换法教义学

而在于扩张系统的视角:分析和反思行政法现实,形成主导性理念和引导认知的概念,发展出一

般性的法思想、式样和行为形式,从而为行政活动提供合适的指引。② 类似地,在金融法等新兴

领域中,也有中国法学者倡导运用社会科学实现其与法教义学的分工和融合。③ 在宪法学领域,

也有学者认识到,把宪法典具体看成政治宪法抑或法律宪法并不影响宪法教义学本身尊奉宪法

典这一基本姿态,宪法教义学跟政治宪法学没有必然对立。④ 无论如何,概念化和体系化是一个

程度问题,相比于民法和刑法领域,有的法律领域有其概念化和体系化的内在限度,但这并不是

反对在这些领域进行法教义学作业的理由。无论吸纳多少外部知识,所有法学学科都应在各自

实在法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转化,并型构出自己的法学知识。反过来,在中国,像宪法学、

行政法学、经济法学这样的领域更应当成为法教义学研究的着力方向。

最后,中国法教义学的概念构造和知识体系化能力尚有不足。目前中国法教义学的主要研

究活动围绕对现行法的解释(意义阐释)来展开,相对来说,概念构造和知识体系化方面仍着力不

多,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外来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当下的中国法教义学,确实在整体上还提

不出“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这类构造紧密的概念框架。这与

中国法教义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力有未逮有关,对此无可苛责,但也与法教义学者们的意识

不足有关。法教义学的3种作业方式———意义阐释、建构和体系化———本就处于“诠释学循环”

之中,⑤而居于中间环节的概念构造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任何法教义学活动都必然

需要借由概念来进行,中国法教义学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正在于缺乏中国自主的法学概念和

范畴。中国自清末被迫走上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始,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法学概念和术语经由

日本(通过日译汉字)输入中国,形塑了近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图景。但是,这些法学概念和范

畴是中国法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芯片”。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方面,我们与西方法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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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德]沃尔夫冈·卡尔:《德国“新行政法学”“新”在何处》,苏苗罕、王梦菲译,《湖湘法学评论》2023年第

2期。

Vgl.AndreasVoβkuhle,NeueVerwaltungsrechtswissenschaft,inWolfgangHoffmann-Riem,Eberhard
Schmidt-Aβmannu.AndreasVoβkuhle(Hrsg.),GrundlagendesVerwaltungsrechts,Bd.1,2.Aufl.,Beck,2012,

§1,Rn.46.
参见缪因知:《新兴法领域的社会科学运用:以金融法为中心》,《思想战线》2020年第6期。

参见张绍欣:《中国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争的吊诡》,《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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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距就在于提炼原创性概念、范畴的能力不足。如果没有大批原创性的概念和范畴,那么所

谓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就不过是“空中楼阁”。① 构建中国自主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就是要把

“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结合起来,打造既有特殊内涵又有精湛结构的法教义学概念和范畴。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借鉴和运用外来的概念和范畴。概念是价值和学说的浓缩,

有很多概念反映的是对法律的本质性认识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一概拒斥

并不可取。但也要看到,法律领域的概念可分为法律概念与法学概念,②后者又可分为法教义学

概念与基本概念。法律概念是制定法条文本身规定的概念,法教义学概念来自教义学的概念构

造,法学基本概念则来自法理论(一般法学说)的抽象化和哲学化作业。如果立一根竖的标尺,那
么从上(法学基本概念)往下(法律概念),会呈现出特殊性(本土性色彩)不断增强,一般性(普遍

性程度)不断减弱的现象。法教义学概念处于这一标尺的中间,法教义学概念的构造既需要反映

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共同法律价值和学科固有规律,也需要考量本土性和特殊性的成分。我们有

必要在世界法学共同基本概念外,发展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现行法及其适用的概念体系。
构筑中国自主的法教义学概念体系,要同时从3个方向努力:(1)继续吸纳外来的法教义学

说,但要注意小心甄别、细加比较选择,注意特定法教义的“隐含背景”以及可能的价值差异。进

而,对于可能适合者结合中国语境进行“中国化”改造和重述,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2)要同

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相结合,从古代法律思想尤其是律学传统中吸纳有益养分,实现律学方法和知

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古为今用。例如,有学者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
与“大义灭亲”思想间的博弈来解释现行刑事诉讼法上的亲属拒证权,③并用传统文化中“家”的
伦理意义关联现行宪法规定的家庭权,来对拒证权作进一步证立。④ 该研究虽然未能提出明确

的法教义学说,但至少勾勒出了值得尝试的方向。(3)要对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

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归纳,通过对现实的“建构性解释”来获得法教义学的概念和范畴。法教义学

者不仅要总结法律实践的外在面向即经验,也要阐释法治实践的内在面向即价值,进而在两个面

向之间实现反思均衡。⑤

必须承认,相比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属于“后发型”研究。后发型研

究固然有很多成例可以参考借鉴,但也易于形成路径依赖,削弱创新的能力乃至意识。尤其是,
一种研究传统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学理上的

归纳、提炼、加工和积淀,也需要足够的空间来对各种可能的学说选项进行比较、选择乃至试错。
在此,决心、耐心和信心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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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法教义学既然有“中国之问”,也应当有“中国之答”。法教义学并不是法学的全部,不能期待

法教义学解决全部的法律问题或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提倡法教义学作为法学的主流

范式,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贬低法哲学、法理论、法史学和各种法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如果法教义学不想故步自封,不想疏离于“人间烟火”,就必须在认知上对这些学科保持

开放。但是,法教义学是现代法律科学的核心,中国法教义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并不是彻

底否定它的理由。只要今后的中国依然是以制定法为规范体系的中心,只要法律适用依然是中

国法律实践的核心关注点,只要以传授本国实在法知识为主的当代法学教育模式不变,只要科学

性的诉求依然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追求,法教义学就应当维系其主流法学范式的地位。如果说中

国法教义学的前期工作在于“扫清地基”、消除种种误解的话,那么今后就应当产出更多具有原创

性和说服力的法教义学作品。只有这样,中国的法教义学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

Abstract:ThelegaldogmaticsinChinahasitsownuniquedevelopmenttrace,andthere
havealsoarisenmanyChinese-styledoubtsintheprocessoftransplantation.Itisoriginated
fromthecriticismof“outsiders”,tookshapeinthepolemicswithsocialscienceandlaw,and

grewoutoftheprosperityofseveralrelevantstudies.The“ChineseQuestions”surroundingle-

galdogmaticscanmainlybeclassifiedintothreegroups,i.e.,thequestionofnature,offunction
andofuniversality.ThesedoubtseitherarosefromChinese-styleassociationsin“cross-lin-

guisticpractice”,orbecauseofover-contemptforitsefficacyorover-lookingthelimitsof
thatefficacy,orduetomisunderstandingsab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academicautonomy
andopenness.Atpresent,thereisalsoaone-sidedunderstandingorconfusionabouttheloca-
tionoflegaldogmatics.Whileclarifyingthesedoubts,itmustalsobepointedoutthatChinese
legaldogmaticsstudystilldepartsawayfromjudicialpractice,thedifferentiationofmaturityof
legaldogmaticsstudyisobviousinvariouslegalfields,andtheautonomousabilityofdoctrinal
conceptualconstructionandsystematizationofknowledgeisstillinsufficient.Theseproblems
needtobegraduallyresolvedinthefuturedevelopment.

KeyWords:legaldogmatics,socialscienceandlaw,legalcertainty,paradigmofthestudy
of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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